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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在环境和资源要素双重约束日趋加紧的背景下，探讨农业企业加快绿色创新转型的实现路

径。【方法】基于 2007—2023年上市农业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

制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效应和实现机制。【结果】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实施能够显著

提升农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创新导向方面同时促进了农业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增

加。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说明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驱动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过程中承担了负向调节作用，而

市场竞争承担了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小

规模企业及粮食非主产区企业中更为显著。【结论】在注重企业差异化发展的基础上，强化环境法治力度，

创新绿色金融支持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实施精准化环境政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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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here the constraints of both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realization paths for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to accelerate 

their green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Method】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listed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from 2007 

to 2023, using the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and the moderation effect model,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policy effect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Resul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green innova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innovation orient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simultaneously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i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2) The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test indicate that financing constraints play a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riving green innovation i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whil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3) The results of the heterogeneity test indicate that the impact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innov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enterprises in non-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state-ow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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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Conclusion】On the basis of emphasizing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innovate the green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the market, and implement a precise 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The 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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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低碳化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环节”，强调“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速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这一战

略引领下，碳排放占全国总量 17%的农业领域绿色转型成为实现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焦

点议题之一[1]。理论与实践表明，技术革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动力[2]。企业作为联结市

场与技术的关键主体，承担着推进绿色创新的重要角色。当前，尽管农业企业在技术创新的

推动下显著增强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3]，但由此引发的环境负外部性依然较为严峻[4]。与制

造业的点源污染不同，农业污染具有面源扩散性并且更加隐蔽[5-6]，例如化肥过量施用、规

模化养殖排放等，导致全氮、全磷经径流或渗漏进入环境，引发土壤与水体的复合污染[7]。

数据显示，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为 21.9 公斤，远高于每亩 8 公斤的世界平均水平[8]，截

至 2025 年中国化肥综合利用率仅为 42.6%[9]。此外，中国畜禽粪污的年产生量为 38 亿吨，

综合利用率不到 60%[10]。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与持续性碳排放压力交织，亟需通过环境规制

政策与科技创新赋能来破解这一困境。在此背景下，2015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具有里程碑意义。相较于原环保法，新《环保法》

弥补了在环境监管体系、污染防治措施以及公众环境信息知情与参与机制等方面的短板，大

幅提升了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与责任承担力度，显著增强了环境监管部门的执法权威与处罚

效能。通过构建刚性约束与柔性激励相结合的双重作用机制，新《环保法》为企业积极开展

绿色技术创新、寻求环境友好发展模式创造了制度契机与法治环境，从而为破解农业环境矛

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部分学者持积极态度：一是认为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抬升了环境违法的经济代价[11]，倒逼企业探索低污染、高效率的生产模

式；二是认为企业通过合规披露环境信息主动履行环保责任[12]，有效提升利益相关方的信任

资本，减少企业规避环境监管的投机行为[13]，提高违规排放行为的查处概率[14-15]，进而将绿

色技术创新纳入战略考量。另有部分学者则持消极态度：一是认为企业受制于绿色技术研发

的高资本投入、长回报周期及市场不确定性[16-17]，在缺乏有效补偿机制时，倾向于维持传统

生产模式；二是认为政策落地效果受制于多层治理结构的制度摩擦[18-19]，削弱了环境规制的

创新诱导功能。 

因此，本研究以新《环保法》实施为政策冲击，聚焦农业企业微观主体，从融资约束与

市场竞争角度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识别并验证了环境规制

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结构性差异，以期为推动农业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

理论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环境规制与农业企业绿色创新 

“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管理措施可以激励企业的技术革新[20]。新《环保法》作为

一项强效环境规制工具，通过抑制企业投机动机，推动了降低环境损坏的绿色创新过程[21]，

其作用路径可分为以下维度： 



 

 

一是合规压力传导机制。新《环保法》赋予环保部门强制执法权，显著提高企业违法成

本，迫使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创新[13,22]。农业部门因涉及养殖粪污排放、农化品面源污

染等环节，从而迫使农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替代突破环境约束。二是信息透明强化机制。新

《环保法》构建的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扩大了社会监督和外部治理

的作用[23]，从而强化企业绿色技术研发动机。三是政府激励重构机制。新《环保法》配套的

党政同责、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责等制度创新，将环境质量改善指标嵌入地方主政官员的政

治晋升考评体系，驱动地方政府通过创新补贴、绿色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降低农业企业绿

色创新成本[24]。因此，为满足合规要求和社会期待，企业只有通过绿色创新进行技术改进实

现低成本、高收益的转型发展。 

新《环保法》的制度压力可能诱发企业采取差异化的响应策略。根据创新动机的真实性

与技术改进的实质性，创新行为可划分为策略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25]。新《环保法》对二者

的差异化驱动机制源于其刚性约束和柔性激励的双轨设计制度。一方面，在环境规制的制度

约束以及绿色创新研发周期长、技术不确定性高的技术约束下，对成本变动敏感或技术研发

能力有限的企业，倾向于通过对现有专利进行绿色修饰，以策略性创新应对政策要求，但实

际环保效果有限[26]。另一方面，新《环保法》通过财税补贴、政府采购等激励措施引导资金

与技术实力较强的企业自主研发具有污染治理效用的新技术，可以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数

量的增加[27]。因此，新《环保法》刚柔并济的制度设计为农业企业绿色创新营造了良好的制

度环境。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H1a：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能够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 

H1b：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能够促进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 

1.2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农业企业绿色创新 

由于资本回收周期长、创新成果不确定等，企业推进绿色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支持[28]。作

为企业运营资本的关键来源，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使得企业的各项活动都受到融资约束

的影响。农业企业受行业先天弱质性影响，对资金的需求比制造业更为迫切。资金受限可能

会迫使融资受困的企业中断创新活动，难以实现绿色创新产品的研发与运用[26]。 

一方面，较高的融资约束削减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新《环保法》的实施提升了企业

的违法成本，进一步加剧了高融资约束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困难，迫使绿色研发活动高度依

赖企业内部资金。农业企业在面临常规市场经营风险的同时，还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进

一步抬高了农业企业的融资门槛。企业管理者出于经营业绩的考虑，为避免研发项目中断引

致的高昂沉没成本，其通过内部资金追加绿色研发投入的边际意愿趋于弱化。另一方面，较

高的融资约束减少了企业绿色创新的产出。绿色创新过程要求企业以牺牲短期经济效益为代

价，以实现长期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并存为目标[29]，这一过程需要依赖稳定且充裕的外部

资金支持。然而，农业企业固有的微薄利润空间，叠加融资成本上升与准入门槛提高的双重

压力，不仅削弱了外部资金可得性，更引发了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不足，降低绿色创新的成功

率。在内部资金投资意愿衰减与外部融资可得性下降的情况下，企业维持绿色创新的概率将

显著降低。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1.3  环境规制、市场竞争与农业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30]，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

创新的驱动效果与企业决策紧密相关。市场竞争压力将环境规制的外部约束转化为企业的内

生动力，促使企业将绿色创新作为差异化竞争的核心手段，其创新行为本质上是规制压力与



 

 

竞争动力的动态平衡结果[31]。 

一方面，较高的市场竞争强度强化了环境规制的创新诱导效应。在新《环保法》实施的

政策背景下，企业面临生存压力与利润压缩，较高的竞争强度促使企业将合规压力转化为创

新动力。生存压力迫使企业将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治污成本向创新收益

的转化[32]，绿色创新成为农业企业突破同质化竞争的重要途径[33]。另一方面，较高的市场竞

争强度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产出效率。持续的市场压力倒逼企业加速技术迭代，为保持竞争

优势，企业必须不断提升技术预见能力与知识转化能力，通过强化学习缩短技术认知时滞，

确保创新决策的前瞻性与精准性[34]；此外，市场竞争环境淘汰低效创新主体，释放出的人才、

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向绿色创新效率更高的企业流动，缓解了创新资源错配，为缩短绿色

创新周期提供了技术支持[35]。农业产业的弱质性要求企业同时平衡短期生存与长期发展的

矛盾、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冲突，市场环境倒逼企业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了企

业的绿色创新。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市场竞争在环境规制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依据《申银万国行业分类（2021 修订版）》标准，选取 2007—2023 年沪深 A 股

上市农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企业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绿色创新专利数据来自 CNRDS

数据库，最终得到 1 098 个样本观测值。 

2.2  模型设定 

2.2.1  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环境规制——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是否存在直

接的影响效应，本研究建立以下模型： 

ittiitit controlsdidpat  +++++= 210              （1） 

式中：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patit表示 i 企业第 t 年的绿色创新专利数量；didit表示时间

虚拟变量和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controls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δi、νt分别表示个体、时

间虚拟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2.2.2  调节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探究融资约束、市场竞争在环境规制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何种

调节作用，本研究建立以下模型： 

ittiititititit adjdidadjdidpat  ++++++= 3210     （2） 

式中：adjit表示 i 企业第 t 年的融资约束指数和市场竞争强度，其他变量与式（1）含义一致。 

2.3  变量说明 

2.3.1  被解释变量 

由于专利授权较专利申请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25,36]，选用企业当年

绿色专利申请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以授权数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为验证环境

规制是否会对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产生差异性影响，分别选取企业当年绿色发

明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进行衡量。 

2.3.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通过构建 time（时间虚拟变量）与 treat（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did 作为核心

解释变量。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年份（2015 年）为关键节点，当



 

 

time>=2015 年，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 0。处理组为废弃污染物排放量较高的养殖企业（包

括畜牧业企业和渔业企业）。 

2.3.3  调节变量 

参照已有研究[37]，选取 kz 指数衡量融资约束水平，指数越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

度越大，反之越小。同时，借鉴已有学者的做法[38-39]，采取赫芬达尔指数衡量企业所处的市

场竞争程度，该指标为负向指标，指数越大，市场竞争强度越弱，反之越强。 

2.3.4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指标及详

细描述性特征参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ariable Construction method 
Sample 

size 

Mean 

value 

Standard 

deviation 
Minimum Maximum 

绿色创新 Green 

patent 

当年绿色专利申请总

数 
1 098 0.229 7 1.513 7 0.000 0 36.000 0 

实质性绿色创新

Green invention 

patent 

当年绿色发明专利申

请数量 
1 098 0.100 7 0.552 8 0.000 0 10.000 0 

策略性绿色创新

Green utility patent 

当年绿色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数量 
1 098 0.129 2 1.056 8 0.000 0 26.000 0 

资产负债率 Asset 

liability ratio 
总负债/总资产 1 098 0.432 7 0.213 8 0.028 0 1.810 7 

资产回报率 Asset 

reporting ratio 
净利润/总资产 1 098 0.035 4 0.110 7 -1.387 3 2.142 3 

账面市值比 Book to 

market ratio 
总资产/市值 1 098 0.552 9 0.208 3 0.035 2 1.116 5 

固定资产占比

Proportion of fixed 

assets 

固定资产/总资产 1 098 0.259 0 0.139 2 0.004 0 0.732 3 

现金流水平 Cash 

flow level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总资产 
1 098 0.044 2 0.095 6 -0.388 8 0.773 3 

董事会人数 Number 

of board members 
年末在职董事会人数 1 098 8.235 9 1.702 9 5.000 0 16.000 0 

企业性质 Property 

rights of enterprises 

国有企业赋值为 1，

其他企业赋值为 0 
1 098 0.395 1 0.489 1 0.000 0 1.000 0 

两职合一 Duality 

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

一人时赋值为 1，否

则为 0 

1 098 0.262 8 0.440 4 0.000 0 1.000 0 

融资约束 Financing 

constraints 
kz 指数 1 098 2.109 5 2.221 5 -5.581 9 9.338 3 

市场竞争 Market 

competition 
赫芬达尔指数 1 098 0.245 0 0.159 9 0.085 4 1.000 0 



 

 

3  实证回归结果 

3.1  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根据式（1）检验环境规制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

did 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620 3 且显著为正，表明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能够显著促进农业企业主动进行绿色创新，验证了假设 H1。为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

的创新导向，分别对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did 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即环境规制对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

H1a和H1b。表 2 结果同时显示，did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系数大于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系数，

原因可能是：农业生产存在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技术迭代缓慢的特点，新《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环境违规的成本与风险，面对即时的合规压力，农

业企业倾向于优先采取能够快速满足监管要求的策略性绿色创新，而对涉及核心生物技术突

破的实质性绿色创新更为审慎。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 

变量 

Variable 

绿色创新 

Green patent 

实质性绿色创新 

Green invention patent 

策略性绿色创新 

Green utility patent 

交互项 Did 0.620 3*** 0.179 9*** 0.440 4*** 

 (4.88) (2.91) (5.05) 

资产负债率 Asset liability ratio -0.087 1 0.032 6 -0.119 7 

 (-0.45) (0.35) (-0.91) 

资产回报率 Return on asset 0.795 5* 0.541 5*** 0.254 0 

 (1.86) (2.61) (0.87) 

账面市值比 Book to market ratio 0.403 0** 0.131 6 0.271 5** 

 (2.36) (1.58) (2.31) 

固定资产占比 Proportion of fixed 

assets 

-0.009 8 0.020 1 -0.029 9 

 (-0.03) (0.12) (-0.12) 

现金流水平 Cash flow level -0.495 2* -0.170 4 -0.324 7 

 (-1.68) (-1.19) (-1.61) 

董事会人数 Number of board 

members 

0.000 9 -0.010 8 0.011 6 

 (0.04) (-0.92) (0.70) 

企业性质 Property rights of 

enterprises 

0.135 8 0.109 8 0.026 0 

 (0.81) (1.34) (0.23) 

两职合一 Duality 0.006 5 0.023 9 -0.017 4 

 (0.08) (0.60) (-0.31) 

常数项 Constant -0.140 6 -0.001 3 -0.139 3 

 (-0.55) (-0.01) (-0.80) 

个体效应 Individual effect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调整后 R2 Adj-R2 0.435 0.228 0.456 



 

 

注：*、**、***分别表示通过 10%、5%、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 t 值。YES 表示该效应已控制。下同。 

Note: *, **, and *** indicate that they have passed the significance test at the 10%, 5%,and 1% levels, respectively. In parentheses 

are the t values. Yes means this effect has been controlled. The same as below. 

3.2  平行趋势检验 

本研究参考事件研究法[40]以验证新《环保法》实施前后对于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结果如图 1 所示。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的系数估计值在 5%置信水平下不显著，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在政策实施后第二年开始，各期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促进作用滞后

一年。原因可能是：企业绿色创新主要是绿色技术的创新，而技术研发普遍存在周期较长的

特点[41-42]，因此反映在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效果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Fig.1 Parallel trend test 

 

3.3  稳健性检验 

3.3.1  安慰剂检验 

为检验实验结论是否可靠，本研究实施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did 的 t 值基本

呈正态分布且集中在 0 的两侧，且全部位于回归系数左侧，表明实验并未遗漏重要变量，增

加了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图 2 安慰剂检验 

Fig.2 Placebo test 

 

3.3.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为克服由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题，选用 PSM-DID 估计有效控制选择性偏差对因果

识别的干扰。由于处理组样本较少，匹配变量较多，为避免多样本匹配失败所造成的信息损



 

 

失，参照已有研究采用 1:2 的近邻匹配[43]，在匹配后的样本中展开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列

（1）所示，did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3.3.3  调整样本区间 

农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发展，与其所处外部经济环境态势紧密相关。考虑到 2020 年

新冠疫情对企业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剔除当年样本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3 列（2）所

示，did的系数显著为正。即排除新冠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3.3.4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还参考已有文献采用企业当年授权的绿色发明数量替换原有的被解释变量[44-45]，

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3 列（3）所示，di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基本回归结果具有稳健

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变量 （1） （2） （3） 

Variable 

倾向得分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调整样本区间 

Adjust the sample 

range 

替换被解释变量 

Replac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交互项 did 0.753 0* 0.615 0*** 0.155 0** 

 (1.663 0) (4.31) (2.01)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Individual effect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调整后 R2Adj-R2 0.558 0.564 0.563 

 

3.4  调节效应分析 

3.4.1  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效果如表 4 列（1）所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过程中承担负向调节作

用。即使农业企业愿意主动进行绿色创新，但受限于资金这一硬性条件，也不会将有限的资

金投入到高成本低回报的绿色研发创新上，严重阻碍了企业绿色创新。 

3.4.2  市场竞争 

市场竞争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效果如表 4 列（2）所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市场竞争在环境规制促进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过程中承担正向调节作

用。竞争压力迫使企业积极推进差异化竞争优势，环境规制为企业提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转

型方向，两者协同驱动企业绿色创新。 

 

表 4 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mechanism analysis 

变量 （1） （2） 

Variable 绿色创新 Green patent 绿色创新 Green patent 

交互项 did 0.792 0*** 1.055 7*** 

 (3.08) (3.80) 

融资约束 Financing constraints -0.007 6  

 (-0.18)  



 

 

交互项*融资约束 did*Financing constraints -0.218 7***  

 (-3.55)  

市场竞争强度 Market competition  -0.021 3 

  (-0.06) 

交互项*数字化转型 did*Market competition  -1.743 6** 

  (-2.51)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YES YES 

个体效应 Individual effect YES YES 

时间效应 Fixed effect YES YES 

调整后 R2 Adj-R2 0.568 0.514 

 

3.5  异质性检验 

3.5.1  产权异性质检验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资源占有、政府干预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投资者对国有企业是否承担环境等社会责任的要求更高。本研究分别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国有企业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非国有企业的系数不显

著。原因可能是：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能获得政策支持与投资者信任，为其外部

融资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保障，缓解了企业的资金限制，有充足的资金投资于绿色创新，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非国有企业仅能通过履行环保义务的方式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报告自身

状况，减轻其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在自身资金受限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很难主动将资金

转向绿色创新研发。 

3.5.2  规模异质性检验 

不同规模企业在经营战略、组织架构、资源持有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会影响环境

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效果。本研究根据资产总额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大规模企业和中小规

模企业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大规模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的系数均为正向影响，

但环境规制对中小规模农业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大规模企业由于自身资金

雄厚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在组织架构适应性与信息传递效率方面存在的障碍，可能构成制

约其创新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中小规模企业受制于相对薄弱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在新《环保法》施压下往往不得不对其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同时中小规模企业在制度以及信

息等方面更加灵活，可以较低的研发成本从事创新活动[46]，其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较强，因

此新《环保法》的实施对中小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3.5.3  产区异质性检验 

不同地区企业在政策目标及创新要素禀赋等方面不同，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效果也存在差

异。本研究将全部样本划分为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did 对粮

食主产区的农业企业绿色创新不显著，但对非主产区的农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正向显著。这可

能是因为，粮食主产区面临保产量的硬性约束，当环境规制力度提升时，相较于高成本的技

术创新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生产维稳策略；非主产区没有产量的压力，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

强，企业为了树立竞争优势更愿意通过自主创新来改善现有的生产技术，同时，非主产区往

往拥有更丰富的人才、技术等要素，因此，在面对严格的环境监管及严厉的环境处罚时，非

主产区地区农业企业更有意愿也更有能力进行绿色创新。 

表 5 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 
产权异质性 Property 

rights heterogeneity 

规模异质性 Scale 

heterogeneity 

产区异质性 Regional 

heterogeneity 



 

 

Variable 

国有企业

State-

owned  

非国有企

业 Non 

state-owned  

大规模企

业 Large-

scale  

中小规模企

业 Small and 

medium-

scale  

粮食主产

区 Major 

grain   

粮食非主

产区 Non-

major grain   

交互项 did 2.480 8*** 0.206 2 0.498 7 0.735 1*** 0.111 5 1.214 5*** 

 (7.73) (1.59) (0.84) (5.19) (0.35) (5.04)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Individual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Sample 

size 
464 634 220 868 501 597 

调整后 R2 Adj-R2 0.195 0.637 0.636 0.070 0.556 0.376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利用 2007-2023 年中国农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以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

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探讨了农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政策效应。主要结论

如下：第一，环境规制的加强能够显著促进农业企业绿色创新发展，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

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农业企业迫于生存压力和市场环境选择主

动推进技术改革进行绿色创新，这与郭进[47]、陶锋等[48]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不同在于，本

研究聚焦农业企业微观个体视角，在国家重视农业绿色发展的背景下，本研究在农业领域更

具有现实意义。第二，融资约束和市场竞争在环境规制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分别

起到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这一发现与现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49-51]，从而系统考察了融资约

束与市场竞争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调节作用，为理解农业企业响应环境规制、提升绿

色创新的机制提供了微观证据。第三，基于不同性质的区域划分，环境规制对农业企业绿色

创新的效果在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及粮食非主产区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理解

政策效果在农业部门内部的非均衡分布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政

策。 

4.2  政策建议 

（1）强化环境法治执行力度，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动力。监管部门应当提高环境执法水

平，加强环境监管力度，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拓展公众与媒体协同监督网络，推进全国农业

环境数据平台建设，建立强制性的企业环境绩效披露制度，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动力。 

（2）创新绿色金融支持体系，营造企业绿色创新环境。政府应开发适配农业特征的多

元化绿色金融工具，建立需求导向的融资服务机制，构建以财政引导的风险补偿基金，通过

动态调整贴息与税收优惠实现精准扶持，营造有利于创新资本持续投入的金融环境。 

（3）构建充分市场竞争环境，强化市场主体管理机制。政府应当进一步健全市场运行

机制，破除制度性行业准入壁垒，塑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强化市场竞争，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有效刺激，从而引导企业推进绿色创新。 

（4）实施精准化环境政策组合，驱动全域绿色创新升级。监管部门在监管和执法过程

中应靶向明确，建立差异化规制实施框架，通过动态评估机制识别具有转型潜力的区域企业



 

 

群体，定向配置技术培训资源与环境治理补贴，提高环境规制效率，加速形成多层次、全覆

盖的农业绿色创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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